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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南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是指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单元 ,在行

政区划上则主要包括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省区。这里是世界的屋脊,是中国长江、黄河和

珠江三大河流发源的地方,是贯穿中国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经过的地方。西南地区的腹地也就

是青藏高原东麓地区(包括藏东南、川西高原和滇西高原) ,被称作中国西南山地热点地区。该

地区东为海拔很低的四川盆地,西邻高耸的青藏高原,从海拔几百米的河谷到六七千米的山脉

交替出现。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这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

性。就生物的多样性而言,这里从热带亚热带动植物、温带动植物到高寒地区动植物一应俱全。

就民族的多样性而言,经过数千年的族群融合,这里迄今还生活着汉、藏、彝、回、羌、苗、瑶、白、

水、侗、傣、怒、佤、拉祜、景颇、门巴、珞巴、独龙、布依、土家、仡佬、仫佬、布朗、哈尼、纳西、傈僳、

普米、基诺、崩龙、毛南、阿昌等民族,是中国民族最集中的地区 ,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志材料 ,是

进行民族学、人类学和民族考古研究最理想的区域。就文化的多样性而言,西南地区地理环境

的多样性和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这里人们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农、牧、林、猎、渔、采集等诸种

生业在这里都存在,现代宗教与多种原始宗教并存,除了普遍采用的汉、藏、彝文以外 ,这里还

保留有东巴文经、水书等在特定宗教职业群体中流传的文字体系。西南考古是中国考古学中一

个重要区域,该地区的考古资源对我们的民族考古、宗教考古、冶金考古、边疆考古以及南北文

化交流考古等都能够做出重要贡献。

西南地区是我国较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地区。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该区域的考古

工作主要集中在历史时期,如四川盆地崖墓的勘察与研究、西藏吐蕃时期的宗教和文化及其与

其他区域的关系等方面,秦汉时期以前的史前考古的工作开展很少(我们所说的“史前”,是指

有文字史料记录历史的时代,这在西南不同的地区结束的年代不尽相同。在四川盆地,可靠的

历史时期开始于战国中期;而在云贵高原的古夜郎道沿线,史前时期却结束于西汉中期 ;而在

其他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更晚) ,就连西南的中心区域四川盆地战国以前的文化面貌

也不怎么清楚。从上个世纪 80年代起,西南史前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推动了这一地区

的考古研究,部分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的先后序列已经基本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考古学

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到目前为止,西南各区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基本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已初见端倪,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西南地区三个自然地理的分区中,四川盆地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基础最好,公元前 3 千纪

以来的文化序列大体已经清楚。由于近些年来配合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

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最为清晰 ,文化序列也最为完整 , 从公元前 5 千年的楠木园/城背溪

文化开始,经历了涪溪口文化→哨棚嘴文化(或可作为哨棚嘴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三星堆文

化→十二桥文化/路家河文化的发展历程 ,在西周后期以后才形成了楚巴文化、巴蜀文化和楚

文化并存的局面(邹厚曦、白九江, 2001 年)。四川盆地的中心成都平原,随着平原上九个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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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代的古城址以及三星堆、金沙村和商业街三个中心遗址或高等级遗存的一系列重要发现,

成都平原从公元前 3千纪的宝墩村文化开始,经历了鱼凫村文化(或作为宝墩村文化的两个发

展阶段)→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在秦灭巴蜀后地方

文化传统才逐渐融汇到秦汉文化中,已经成为了考古学家们的共识。

云贵高原是由滇东高原和贵州高原两部分组成, 滇东高原散布着由多条江河串联又被这

些江河间山岭分割的小盆地(当地称坝子) ,其中曲靖盆地、滇池盆地、昭鲁盆地、洱海盆地自古

就是这个高原上人口聚集最多,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中,过去除了广泛分布的战国

至东汉初的石寨山文化系统的遗存外,更早的青铜文化遗存只知道云南剑川县的海门口遗址,

其他遗址都被归入了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近年来,在靠近四川盆地的滇东北及黔西

北的昭鲁盆地, 重新梳理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发现的以昭通闸心场等遗址为代表的

文化遗存,并在贵州威宁县的中水地区接连发掘了鸡公山、吴家大坪、营盘山、红营盘、银子坛

等遗址,出土了大量新的考古资料,该地区公元前 2千纪中叶以来的青铜文化面貌已经基本展

现在人们面前。通过贵州考古学者的研究,不仅提出了相当于商代后期的鸡公山文化的命名,

而且排列出了鸡公山文化(即闸心场类型)→红营盘文化→银子坛文化(属石寨山文化系统)的

发展序列(孙华, 2005 年,成都)。与此同时,云南省的考古学家通过发掘洱海边上的大理市银

梭岛遗址, 认识到这类原先被误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原来是公元前 2千纪中叶的青

铜文化遗存(刘旭 2005年与笔者的个人通讯)。在洱海地区,先前就已经发现了宾川县白羊村

遗址和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如果我们将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作一番比较,再参考测年数据和其

他年代信息, 洱海地区的史前文化从白羊村遗存→海门口遗存→金梭岛遗存的年代发展过程

还是依稀可辨的。在滇东高原北端的四川凉山州地区,四川省的考古学者近年在这里开展了大

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从公元前 3千纪开始,主要经历了横栏山文化→

咪咪朗等遗存→大石墓遗存的大致序列,也开始显现在人们面前(江章华, 2006 年,西昌)。除

此以外,在贵州的乌江流域,通过贵州和重庆两地考古学家的协作调查和研究 ,该区域史前文

化经历了涪溪口文化→哨棚嘴文化→⋯⋯→十二桥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 其过程与长

江三峡大致同步(白九江、张合荣, 2006年,贵阳)。

西藏地区吐蕃时期以后的考古开始很早,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上个世纪前半期意大利学

者图齐对吐蕃时期以后西藏寺庙、佛像、绘画及佛教史的研究,迄今无人可以比肩。不过,在前

吐蕃时期考古方面,除了澜沧江上游的昌都市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约公元前 3300～前

2100年) ,以及雅鲁藏布江上游的以拉萨市曲贡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公元前 1800～前 1500

年)外,西藏各地区前吐蕃时期的文化序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其次,考古学家对史前区域间的文化关系和文化背景已有初步认识,为将考古学研究引入

先秦历史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根据目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结合其他专题研究成果,我们对公元前 5千纪以来西

南地区的文化背景有以下初步认识。大约在公元前 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的人们就溯江西上,

在四川盆地东部留下了楠木园/城背溪文化这样的遗存。大约在公元前 3000年前后,来自甘青

地区的晚期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人们渐次南下,他们绕过了当时还相对低湿的成都平原,

沿岷江和嘉陵江外围进入到了云南东北部以东的川江沿岸, 将原先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挤

出了四川盆地东部。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在向南的渐次传播中,逐渐丢弃了彩陶等原有文化因

素,逐渐具有了新文化的地方特点,渝东地区和黔北地区的涪溪口文化和哨棚嘴文化 ,就是这

些人们的遗存。到了公元前 2千纪的前期,来自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通过长江中游

地区影响到了四川盆地,带来了中原的青铜器冶铸工艺和长江中下游的治玉工艺,导致了当地

原先的新石器文化的蜕变。从此以后,一个具有四川盆地相对统一面貌的青铜文化(三星堆文

化)和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都城(三星堆遗址)就在先前文化和古城的废墟上形成了。在三星堆

文化崩溃以后,碎裂的文化碎片开始向周围扩散,向北影响到了陕西南部的汉中盆地乃至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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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北麓,向南则影响到了云贵高原的北部。

在云贵高原的滇东高原地区,公元前 3千纪前期,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南下的甘青新石器

文化也影响到了这里,云南永仁县磨盘地遗址的陶器具有浓厚的马家窑文化素陶的作风,二者

间应当存在着关系。到了公元前 2千纪的中叶,该地区出现了最早的青铜冶金工业,在西起洱

海地区东至昭鲁盆地都出现了青铜文化。不过,无论是洱海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也好,还是昭

鲁盆地的鸡公山文化也好,青铜工业似乎并不很发达,只有少量小件青铜工具出土。到了公元

1千纪初期,有两股来自北面的文化对先前当地的青铜文化产生了冲击,其一是来自沿川西高

原南下的某种北方青铜文化影响到了洱海地区,其二是来自成都平原的十二桥文化,该文化沿

岷江南下,跨过金沙江进入了昭鲁盆地,从而使先前的鸡公山文化发生了变异。从此以后,滇东

高原的青铜文化都与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上的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战国时期以后以滇

池为中心的石寨山文化系统诸文化,乃至于滇西和川西高原的石棺墓,其文化结构都有南北多

种文化因素 ,其中像青铜兵器、工具、饰件和野兽纹等 , 则带有更多的来自西北和北方的成份

(张增祺, 1987年)。在这个南北文化大融会的时代,岭南地区文化也沿着珠江、元江而上,影响

到了云贵高原,开始了高原与南海密切联系的时代。

青藏高原地区地域十分辽阔,影响这一地区的文化来源也来自于不同的方向。不同学科对

于西藏神话、传说、语言、考古的研究都反映除了西藏文化和族群来源的两元性或多元性。就西

藏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反映的文化因素来看,前者来自甘青文化的色彩更加浓厚,而后者除了

继续有明显的来自甘青的文化因素(如陶器中双耳罐的造型、纹饰中剔花纹的风格等)外,也出

现了一些来自中亚的因素。在这一方面,农业考古研究的成果最能说明问题———在西藏的昌都

县卡若文化的卡若遗址发现的农作物遗存只有粟粒, 而在贡嘎县曲贡文化的果昌沟遗址采集

到的农作物果实则有青稞、粟和小麦,其中青稞最多,其次才是粟。这说明在公元前 2000年前,

西藏主要是传承的是中原单一的粟作农业;而在公元前 2000 年后 ,西藏地区已经辗转接触到

了源自西亚的麦作农业,先前的粟作农业成分在西藏地区逐渐减少。经过千百年对于西藏自然

条件与农作物品种适应性的认识, 西藏地区的先民终于选择了最适合西藏高原地区的麦类作

物青稞作为当地粮食的唯一品种(傅大雄, 2000 年)。农作物种籽总是需要人群来输入和传播

的,西藏农作物基本品种有东西两源,反映了当地文化和族群构成至少也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方

向,这是近年来西藏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

其三, 对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势力在西南地区的存在状况及其与周围族群的关系有了比较

清晰的认识。

从秦汉时期开始,由于遗址规模增大,数量增多 ,再加上不少遗址叠压在现代城市和村镇

下面,考古学家很少能够对一个区域内的历史时期的城址作全面调查和发掘,并根据城址的位

置和规模结合文献记载,对西南历史政区进行考古学研究。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发现和发掘的

历史时期的墓葬却很多,这给我们利用墓葬材料研究一些历史问题创造了条件。

西南地区秦汉以后的墓葬材料很多,就秦汉至南朝的中原系墓葬来说,它们主要分布在四

川盆地及其由四川通向云贵高原的交通要道 “夜郎道”及其分支沿线 , 如云南昭通———曲

靖———昆明一线,以及昭通至黔西北、曲靖至黔西南、乌江下游一带。将这种墓葬的分布状况,

墓地的规模大小、墓葬的等级现象,对照文献记载中西南地区诸郡县的地望 ,人们对秦汉至南

朝中央王朝在西南的实际统治状况、移民分布情况、文化融合现象等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西南

地区已经设置了中央王朝或区域王国地方行政机构的地域之外, 还散布着大量不同于中心地

区墓葬的其他墓葬形式,如船棺墓、悬棺墓、崖洞墓、石棺墓、大石墓、石盖土坑墓、窄穴土坑墓

等。这些墓葬除了船棺墓集中分布在西汉以前的蜀地,悬棺墓和崖洞墓长期分散在许多不同的

地方外,其他墓葬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分布,且与中原系统的墓葬不共存 ,属于司

马迁所说的“巴蜀徼外”不同族群的“西南夷”的遗存。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外,在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及工业系统、四川青铜文化与古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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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系、秦汉墓葬的分期编年和区域类型、西南民族考古和道教考古等方面 ,也取得了相当程

度的研究,有些方面的研究深度已经不亚于中原地区。

西南考古已经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由于该地区基础考古工作还比较薄弱,尽管有不少

重要的考古发现,但大多数地区的考古材料缺乏系统性,区域间文化横向关系的研究的基础也

欠牢靠,影响了考古研究的深入。我个人以为,西南考古 ,除了要在旧石器考古方面寻求新方

法,提出新课题,寻求新突破外,还应当注重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尽快完善区域史前文化序列并建立文化谱系

西南地区史前历史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这是一项基础研究工作,缺少这

个基础,其他一切推测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目前为止,西南地区除了四川盆地的成都平

原和渝东地区先秦文化的序列已经大致完整外, 其余地区的先秦文化序列或仅建立了部分时

段,或完全没有建立,各区域间的文化关系及文化背景研究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根据目前

的考古材料的状况,先有计划地完善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地区、川西南部的雅垄江下游及安

宁河流域地区、云南中西部的洱海地区、贵州北部的乌江流域的文化序列,继而以之为依托,开

展川中北部的嘉陵江流域、云南滇池地区和曲靖地区、贵州的清水江流域、西藏的拉萨河谷等

区域的文化遗存的排序、分期和编年工作。

在建设西南地区史前文化序列的时候,应当集中力量从小区域的考古材料的排序、分期、

编年做起,切忌像过去一些地区那样,把不同自然地理单元的许多地方的材料铺开 ,看见有些

不同就提出一个文化或文化类型,结果提出了很多文化的名称,还是没有弄清每个区域考古学

材料的先后序列,更不要说文化分期和文化谱系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分期和文化谱系的研究,

要从最小自然地理单元着手,一个小区域一个小区域开展工作,最后才能正确整合出整个大区

域的文化谱系。西南地区小盆地较多,同一时期距离不很远的盆地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其

文化现象与一马平川的中原地区不同。举例来说,战国秦汉时期的滇东高原地区,其文化的一

致性已经比先前有了很大提高,整个区域青铜器的种类、形态、装饰所体现的风格都比较近似;

然而,这个时期的滇东高原各个盆地陶器的差异仍然很大,如相邻的曲靖盆地和昭鲁盆地这时

期的陶器就完全不同。在区域考古材料分期编年中注意这种不同技术层面器物种类的相同与

不同,准确考察这些相同因素在不同小区域出现的先后次第,对于我们分析文化趋同现象后面

的历史背景也将会有启迪作用。

二、加强文化间的互动及文化传播流线的研究

西南地区是中国南北文化和东西文化交流的走廊, 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去观察古代文化

的传播和文化间的互动。在开展西南各相邻文化区间关系研究的同时,还应注意从技术工艺、

艺术风格、丧葬习俗、贸易痕迹等多个方面探讨跨区域的文化传播和交流。这种探讨包括沿大

河上下的,也包括跨越大河间分水岭的。通过这些区域间文化关系的研究,就可以结合文献、民

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文化现象所反映古代族群的分布、迁徙及各族群关系进行探讨。

在西南考古研究中,北方(包括西北)古代族群沿青藏高原东麓地区不断南下,是该地区考古研

究中最引人入胜的大问题。我们从历史时期的文献知道,直到南宋末期,元蒙军队远征云南的

大理国,其军队就是从甘南地区出发,沿着青藏高原边缘的川西和滇西高原南下 ,直抵大理国

首都城下,出其不意地灭掉了大理国,从西侧威胁到了南宋王朝的后方。这条被称之为“藏彝走

廊”的北方古族南下的通道,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存在了,种种迹象表明,从仰韶时代的庙

底沟文化起,甘青地区的居民就不断南下,一直到达川西高原上的大渡河流域。西南地区类似

彩陶纹样的衬花纹,具有甘青史前文化风格的双耳陶罐、青铜兵器、工具和饰件,云南、贵州、广

西、西藏发现的多处岩画,有可能就是这些南下的北方古族及其后裔的的遗留。

云贵高原是多条大河流经或发源的地区,除了青藏高原东侧和东部并列南下的岷江、大渡

河、雅砻江、澜沧江外,长江的支流沅水和乌江,珠江的上游南、北盘江,元江(红河)的上游礼社

江都从云贵高原发源。云贵高原上的文化不仅与西北地区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与华中和岭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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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有千丝万缕的牵联。例如,近年在贵州东南的沅水上游清水江两岸发现的以压印有复杂纹

样的白陶器为显著特点的遗存,其文化属性是中心在湖南西部地区的早于大溪文化的高庙·汤

家岗文化,这种特征明显的白陶器却在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甚至香港都有出土(深圳称咸头岭文

化,香港称大湾文化) ,后者显然是由前者传播而来。看来,西南考古不仅要注意高原与高原,还

应该关注高原到沿海。对这一古代文化通道的研究,有助于突破我们过去对于远古文化传播和

古代族群迁徙范围的认识。

由于研究文化的互动和文化传播涉及的地域很广, 不可能由某一省区的考古研究单位独

立完成,因此,开展跨省区的考古协作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开展思想领域和宗教领域的考古研究

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原始宗教, 三星堆文化青铜器所反映的宇宙观

念、宗教神话、神 形象、祭祀礼仪,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石寨山文化铜贮贝器上的立体群

像和铜鼓表面的阴线图像,反映了那时的滇人及相关族群的祭祀场面、宇宙观念和神人关系 ,

是我们了解当时滇人及其相关古族精神世界的窗口。对于这些包含着大量史前西南古国的宗

教信息的文物,需要系统和仔细地分析研究,才能将零散的图像信息联缀成一幅当时社会宗教

的画卷。

西南地区的四川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源地,道教产生于这块土地上,它必定从当地的

原始宗教中吸取某些理论依据、神 系统、仪轨行为。从四川及其邻近地区汉晋墓葬中出土的

宗教色彩的文物,给我们在当地原始宗教与以后的道教之间建立关联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在西

南的四川地区, 目前还保留着大量的六朝以来的大量道教石刻, 道教龛像数量之多为中国之

最。其中“仁寿县千佛寨的道教石窟题记中保存有关于道教经典的最早而且完整的记录,不仅

比权威的《开元道藏》还要早,而且与《开元道藏》的记录有很大的差异。”(引自罗 教授为《四

川石窟内容总录》撰写的序言) ,道教考古将是西南考古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混迹于中国传统的神仙体系内,以至于南

北朝以前的佛教文物好似凤毛麟角。在这不多的早期佛像中,西南地区又是全国佛像数量最多

的区域,除了四川盆地以外,在贵州的汉墓的铜摇钱树干上也有佛的形象 ,云南昭通汉墓还出

土了体量较大的模制陶佛像。有学者基于西南早期佛像的发现,提出了佛教通过云南传入中国

的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问题。这种说法尽管不能成立(因为西南已经发现的佛像都是分布在

以成都为中心的汉墓文化圈内, 在云贵地区发现的汉墓及其佛像更是在四川通往云南曲靖的

古夜郎道沿线及其支线上,这些墓葬和佛像都是从四川北来而非南来) ,不过模铸摇钱树和模

制陶俑中的佛像都是亭市作坊批量化生产的产品,佛像出现在这些产品中,说明佛的形象已经

在这一地区人们的心目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这为以后四川地区佛教造像的兴起铺平了

道路。从南北朝开始,西南的中心地区受到了当时政治中心的影响,佛教造像四处流行开来。到

了唐代的“安史之乱”以后,受战乱的影响,中心地区佛教造像之风陡然停止 ,许多著名的佛教

僧侣和艺术家躲避战乱来到了西南的四川,使得四川成都成为当时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佛教

造像活动异常活跃。以成都大慈寺为中心,佛教向北影响到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向南影

响到了云南的南诏和大理。从那以后一直到南宋末期(甚至到明代) ,四川各州县纷纷开窟造

像,留下了大量的佛教石窟和精美绝伦的造像,其中有一些佛教艺术题材和形式还是从四川开

始风靡全国,如成都大慈寺创造的《十王经》及其图像。此外,西藏的苯教及佛教的分支喇嘛教,

在西藏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了解这些宗教就无法深入开展

这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考古研究者关注西南地区的宗教考古,宗教考古

今后是西南考古的重要内容。

四、重新启动并强化西南民族考古

西南地区山高林密,交通困难,古代的统一事业相对进行得十分缓慢。直到今天,西南地区

还生活着中国数量最多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差异很大,给我们开展民族考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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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西南的民族考古是在大量民族调查和民族志资料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传统考古

学在古代遗存的功能解释、物质遗存所隐含的非物质的文化现象的解释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解

释存在着局限, 因而一些受过民族学和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就试图采用民族志的资料与考古学

材料进行类比,以解决研究这些遗存所遇到的问题。随着大批民族志材料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

年代陆续公布,一批中国的考古学家开始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探索,除了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

学术论著外,还就民族考古学的概念、方法及其与其他考古学分支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云南的汪宁生、四川的童恩正、北京的李仰松等先生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学者。不过,在先前

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的实践中,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简单类比和研究不成系统的缺陷,从而影响到

了民族考古的走向深入。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在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很少听到民族考古学的

声音,有学者还对民族考古学的概念、方法和实践提出了批评,认为民族考古学不能作为考古

学的一个分支。我个人以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本来就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考古学的对文

化现象的解释更要不断依靠其他学科的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如果考古学家能够正确地运用

民族学的理论和材料, 就可以给我们解释考古学遗存现象和探索史前文化多提供一个很好的

类比对象和参照体系。具体到西南民族考古方面,我以为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在民族考古的资料上,考古学家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 ,完全依靠民族学、

社会学等专家的调查记录,而应当根据考古学的特点,亲自制定调查计划,并亲自进行调查,从

而得到真正对考古学研究有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是要有针对性地对一个少数民族村寨、一群

有亲缘联系和经济联系的村寨、多群无任何联系的村寨进行系统细致的考察,对这些村寨房屋

建筑的内部功能布局、不同功能房屋的分布、村寨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活动范围、村寨间联系

的方式及密切程度、婚丧嫁娶等活动的礼仪过程、村寨曾经有过的等级差异和宗教习俗等对考

古学研究有用的信息都进行记录,做到信息的系统性。其三是要把考察对对象设定在一定的时

间范围内,要注意在可以考察时间范围内考察对象的各种变化,找出导致这种变化的内部或外

部原因。此外,西南地区自建国以后,随着边远村寨向交通方便地区的迁徙,退耕还林和小城镇

建设等计划的开展,一些原先延续了很长时期的村寨被废弃;还有一些村寨因为失火等原因 ,

另外选址重建了村寨,原来的村寨已成废墟。选择一个或数个不同地貌环境、不同毁弃原因的

村寨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古代遗址的平面遗存现象与该遗址未毁弃前实

际可能的立体空间景观之间的关系,都有莫大的帮助。

五、重视以金属冶铸为重点的工业考古

在中国地球化学省的分区中,中国西南地区正处在华夏省与扬子省的衔接地带上,埋藏着

丰富的矿产资源。四川、云南、广西三省铜矿蕴藏极为丰富,其中还有丰富的自然铜的埋藏,这

就为古人开采利用这些铜矿提供很大方便。这里还位于世界最大的滇缅锡矿成矿带上,是世界

上少数产锡的地区之一,这对探讨中国青铜中锡的来源问题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不过,到目前

为止,西南地区的冶金考古研究起步并不久,真正意义上开展冶金考古研究的时间是上世纪的

80年代初。当时北京钢铁学院的学者与云南和广西的学者们合作,分析了上百面铜鼓的合金

成分、金相组织和铸造工艺。此后比较有意义的研究主要是对四川广汉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铜器

的科技分析。近十多年来,通过对中原殷墟、江西新干、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的铅的同位素分析,

得知这些铜器含有一种罕见的高放射性成因铅,这些铜器中所含的异常铅是来自铜料,根据地

矿资料信息,目前所知的比较接近的含异常铅的铜矿是在滇东北地区 ,因而有学者认为 ,包括

安阳殷墟在内的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的铜料来源是来云南东北部的一个未知古铜矿。如果这

种推断成立,中原商王朝青铜器所用的铜料不是来自中原附近而是来自遥远的西南地区,而是

来自遥远的滇东高原上。这个推断,不仅大大超出了人们过去的想象,也超越了考古材料反映

的文化通道的信息。人们在兴奋之余不禁要问,商王朝的人们是否有能力来到秦汉王朝都难以

统治的滇东高原上开采或购买铜料? 是什么力量驱使商人要舍近求远到遥远的滇东高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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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铜料?为什么在考古发现中见不到商王朝与滇东高原存在联系的任何遗存?这些问题必将

促进西南地区早期冶金考古的研究。

根据云贵高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西南地区普遍在公元前 2千纪中叶开始

制造和使用青铜器,除了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外,在云贵之间的鸡公山文化、云南洱海一带

的银梭岛文化、乃至于西藏高原上的曲贡文化都有这各时期的青铜器出土。由于云贵高原和西

藏地区的史前文化的面貌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而与西北地区史前文化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有不少考古证据都透露除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甘青地区的就不断发生族群南迁

和西迁,从而将其文化因素传播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上的信息。甘青地区是中国最早出现青

铜器的地区,夏代及其稍后的甘青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是当时中国并列的两个青铜器技术和

艺术中心。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不禁要问,西南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是否受到了甘

青地区的影响呢? 具有一些中原及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特征的四川盆地的青铜冶铸技术对云贵

地区青铜技术的兴起是否也有刺激作用呢? 这些问题都说明,西南地区的冶金考古研究,是西

南考古中的重要课题, 它对我国西部地区一些重要考古问题的解决也必将有非常大的推动作

用。

由于西南地区冶金考古比较薄弱,需要从最基本的方面着手进行解决,以求有所突破。首

先需要加大对出土金属器物(铜、铁、金、银)成分和结构分析的力度,广泛开展金属器物特别是

青铜器铸造技术方面的研究;其次是要对发现的炼渣、陶(石)范、坩埚等冶炼遗物的技术分析。

由于目前西南地区仍没有发现年代较早的采矿和冶炼遗址, 因此还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考古调

查,寻找古铜矿和锡铅矿的线索。

六、积极审慎地将考古研究引入历史的研究

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 是中原地区和吴越地区以外另一个保留了先秦古史传说且文化传

统没有发生中断和转移的地区。四川三星堆、金沙村和商业街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尤其三星堆

两个器物坑的发现和金沙村祭祀地点出土的大量器物, 更给人们探索传说中的早期蜀国提供

无与伦比的丰富信息。因而一些考古的和非考古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人士,已经对三星堆和

金沙村遗址考古现象后面的历史背景作了许多探讨和演绎, 有的结论已经大大超过了考古材

料本身透露的信息和基于这些实物材料可以做出的推论。云南的滇池地区是文献记载中滇国

的统治区域,在这里发现了石寨山、天子殿、羊甫头等多个高等级滇国贵族的墓地,特别是在一

座墓葬中出土了“滇王之印”的金印,证实了文献关于滇国的记载。不过,在西南其他地区,考古

学文化的历史观察还做得很不够,一些有条件从考古材料提出和解决的历史问题,目前仍然还

是众说纷纭的谜团。

这里我想谈一下古夜郎的问题。夜郎是司马迁记述过的西南族群中的滇东高原核心地区

的强邦大族,关于夜郎的地望,学术界有贵州桐仁县说、兴仁兴义县说、赫章县可乐遗址说、云

南昭通市说、曲靖市说、湖南新晃县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我曾经指出,在以上多种观点中,只

有任乃强的云南曲靖说最符合考古材料所揭示的信息。因为在整个云贵高原上,夜郎国存在的

战国秦汉时代最强盛的文化系统是石寨山文化系统, 该系统中滇池地区的石寨山文化已经证

明是滇文化,而在司马迁等人的记载中,滇与夜郎、邛都等都属于“君长以什数”的“魁髻 ,有邑

聚,耕田”的古族,其中夜郎最大。因此,夜郎国的遗存必定与滇国一样,位于石寨山文化系统的

分布区内。石寨山文化系统的分布区东不过贵州西部,基本上是在滇东高原上,据此,那些将夜

郎推定在滇东高原以东地区的说法都应当放弃。夜郎在文献中的位置是在滇国以东,滇池地区

以东的最大、最居中的盆地就是曲靖盆地,曲靖盆地是汉代“夜郎道”的南端终点 ,这里的南盘

江和稍东的北盘江又与文献中连接夜郎与番禺的 柯江相吻合, 将夜郎国的中心推定在曲靖

应当是非常恰当的。曲靖一带有不少石寨山文化系统的大型墓地(其中八塔台等墓地的考古材

料已经部分发表) ,其墓地的规模和遗存的丰富程度也与历史上夜郎国的身份是相符的。

西南地区的许多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处在中央王朝、世族大姓、地方豪酋三种势力的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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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华 :

男 , 1958 年生于四川绵阳市 , 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是

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和中国城市考古 , 主持过教育部“四川地区先秦文化研究”、“滇东黔西的青

铜文化”等课题。发表过《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

解释》, 《中国艺术通史·夏商周卷》(合著 )等专著和多篇论文。

用之下,其中世族大姓原本是早先来自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区的移民,他们熟悉中央王朝的典章

制度和当地实际情况,在中央王朝势力的边缘地区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成为介于中央王朝

与当地少数民族豪酋之间的一股重要的势力。他们在中央王朝力量强盛时协助中央在当地的

各级行政机构实施统治权力, 而在中央王朝力量衰落时又与当地少数民族豪酋一道排挤中央

王朝的势力,成为研究西南历史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三国时期在南中反叛蜀国的南中大姓,

南北朝时期显赫一时的云南爨氏家族,唐末至明末的贵州播州的杨氏家族,以及元明清时期诸

多土司,就是这些世族豪酋的代表。这些世族大姓遗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存,其基本面貌与中

心地区相同,却又有相当的保守性和较长的传统延续性,给我们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提供了绝好

的资料。据悉,贵州省的考古学家正打算系统地记录、发掘和研究遵义的杨氏家族的墓葬,这就

是一个很好的选题(王红光, 2006年)。我相信,通过系统地考察这些世族大姓家族墓葬的发展

演变过程,分析比较其与周围其他地区的相关墓葬的关系,不仅可以为这些区域的文化遗存发

展史的研究提供一把有用的标尺,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当时世族大姓之间、世族大姓与中央王朝

的地方政权和土著豪酋等相关社群关系的认识。

以上,我借《南方文物》的宝贵版面讲了一通西南考古的情况以及我个人以为应当关注的

研究课题,目的是提请从事西南考古研究的学者们注意该刊物近期的变化。《南方文物》自从创

刊以来,就一直关注西南地区考古资料的报导和考古研究成果的发布。为了提高杂志的学术水

平和刊物声望,《南方文物》决定在加强来稿审查的基础上,开办一些专栏 ,约请了解某一区域

或某一专题的学者对即将在专栏发表的文章进行评议。我以为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为

中国学术界重开学术批评的风气开了个好头。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 50年代之前,曾经有很

好的学术批评的氛围,学术就是在这种不断批评,反复讨论的过程中不断向前推进的。从那以

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针对论著的学术评议一度变成了针对作者的政治批判 ,从而影响到

真正的学术批评。批评者在考虑评议某一学术论著之前,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影响自己与被评

议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因而在评议时尽量减少批评的色彩;而受到批评的作者 ,有的也没有接

受批评的度量,往往会立即还以颜色,甚至将正常的学术批评上升到私人恩怨。在这种学术的

氛围中,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不少书评,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书商卖书的宣传广告一样。在新闻出

版事业不断昌盛的今天,我国的刊物数量已经达到了每年 4 万种 ,是美国刊物数量的四倍 ,但

在这些刊物中刊载的文章有多少真正推进了学术进步呢? 《南方文物》“西南考古”等专栏的开

辟,以及给专栏的每篇论文加写评议的做法,或许多少能够改变目前考古学术刊物死气沉沉的

现象,并且给这份已经创办多年的刊物带来清新的气息。我衷心希望致力于西南考古的研究者

能够将自己的力作投递给这个专栏,同时希望这些研究者愉快地接受其他学者的评议。

在学术的海洋中,批评的和风荡起的涟漪终究胜过平静的死水。

栏目主持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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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载了张昌平先生的《自产与输出———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和李明斌先生的
《论四川盆地的秦人墓》两篇论文。

一. 张昌平《自产与输出———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

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自发现以来 ,就以其雄奇诡异而令世人瞩目。不过 ,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 ,三星堆文

化中包含有许多东来的文化因素 ,如三星堆陶器中保存有典型的中原二里头文化的传统 ,三星堆玉器中蕴含着

浓郁的东南良渚文化的气息 ,中原、长江中游和江淮地区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饰牌和容器有直接或间接

的源流关系等等。由于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 ,该文化中不见于其他地区和文化的非容器类青铜器很难通过造型

比较来判断其年代和产地。因此 ,通过铜器的纹饰和纹饰构成元素来探讨这些问题 ,是“我们观察三星堆文化不

同类别器群的最好视角”(张昌平语)。

我们知道 , 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在分析陶器时 , 往往细致入微 , 学界中流传着某大学问家闭着眼睛摸陶片就

可以判定陶器文化属性的佳话。然而 ,中国的学者在研究铜器时 ,却往往显得粗放(包括我自己) ,很少从小处着

手 ,注重细节 ,由小见大。可喜的是 ,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从粗放转入细致 ,出现了数篇具体分析铜器细节并

从中引导出大问题的好文章 ,张昌平的这篇论文就是其中之一。张昌平《自产与输出》一文 ,将三星堆的非容器

类铜器的纹饰划分为四类 ,论述了这些铜器的纹饰大部分源自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商式铜器 ,但多数纹饰的结

构、组合已经与商式铜器有较大的变化 ;然后通过三星堆非容器类铜器与尊、 、瓿等容器类铜器纹饰的比较 ,

指出两类铜器的纹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即使相近的纹饰 ,也只见来自四川以东的容器纹饰对非容器器类纹饰

的单向影响 ,而绝对不见非容器器类纹饰对容器纹饰或装饰风格的影响。据此 ,张昌平得出了三星堆容器和非

容器两群铜器不大可能属于同一文化和同一产地的结论。这个结论尽管没有能够完全解决三星堆铜器产地的

问题 ,但却是中肯和恰如其分的。

三星堆铜器究竟是自产还是输入 ,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就自产来说 ,这些铜器是三星堆这个都城生

产的呢还是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或工场生产呢?就输入来说 ,这些铜器究竟是同一文化圈产品的输入的呢还是

其他文化圈产品的输入的呢?这些输入铜器的原产地及输入路线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研究 ,才能逐步予以解决。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苏荣誉教授曾经告诉我 ,他甚至怀疑三星堆器物坑的

非容器类的铜像设也不是三星堆遗址人们铸造的 ,因为有些大型铜面像用于固定的穿孔不是在铸造时预留的 ,

而是在铸造后切割凿穿的 ,在当时技术条件下 ,凿这些孔比重新铸造都还费事。在三星堆遗址中 ,至今都没有发

现铸铜遗址 ,这似乎从一个侧面支持着苏先生的这个推测。看来 ,三星堆青铜器究竟是自产还是输入 ,还需要作

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二. 李明斌《论四川盆地的秦人墓》:

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四川广元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的船棺墓被误定为巴人墓葬以后 ,四川盆地的战国

晚期至汉初墓葬墓主的族属问题就一再出现判别的错误。例如成都羊子山 172 号墓先是被当作战国后期的蜀

人墓 , 后来又被认为是秦代的秦人墓 ;青川县郝家坪墓地刚被发掘时也一度出现族属判定上的困惑 , 好在有秦

《更修为田律》出土 , 为该墓地族属问题提供了直接的信息 ;荥经县曾家沟古墓群也是先被当作楚移民的墓葬 ,

并被一些历史学家作为楚国贵族曾分封为岷山庄王的证据 , 后来才有学者通过仔细分析 , 将其判定为秦人墓。

由于四川盆地的战国晚期墓葬族属的判定关系到秦、楚、巴、蜀之间的彼此关系 ,牵扯到秦灭巴蜀后在四川地区

的统治方略等重要历史问题 , 因此 , 李明斌《论四川盆地的秦人墓》试图在四川盆地的战国晚期墓葬中 , 首先将

相对容易区分的秦人墓葬区别出来 ,这无论从论文的选题还是题目的切入点来说 ,都是重要和恰当的。

论文作者通过青川郝家坪、成都龙泉驿、荥经曾家沟和古城坪墓地的讨论 , 论述或强化了这些墓葬应当属

于战国秦人墓和秦代秦人墓的观点 , 根据这些确切无疑秦人墓的文化现象 , 归纳出了四川秦人墓的特点 , 并对

处在巴蜀文化传统区和秦楚争夺四川大背景下的秦人墓的文化结构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论文作者对四川

秦人墓的性质、背景、作用进行了阐述 ,其中对战国秦人墓分布广于和数量多于秦代秦人墓现象的揭示和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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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应当称道的。不过 ,就我个人的喜好来说 ,我以为李明斌这篇论文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第四部分 :四川盆地内

部分秦代墓有关问题的分析。这一部分是在明确了四川秦人墓特点的基础上 ,对那些在是否属于秦人墓问题上

有认识分歧的重要墓葬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 ,成都市羊子山 172 号墓、大邑县五龙乡 18、19 号墓尽管文化

因素比较复杂多样 ,但都是以蜀文化因素为主 ,应当属于蜀人墓而不是秦人墓。至于重庆涪陵区小田溪墓群 ,论

文作者与其他研究者一样 ,都认为它们是巴人墓而不是秦人墓 ,将族属问题不大的小田溪墓地与上述墓葬放在

一起讨论 ,我推测作者的意图是用秦代的巴人墓反推秦代的蜀人墓 ,并非没有意义。

本文不足之处主要是在四川盆地楚文化的论述上。文章认为“四川盆地内没有发现楚人墓地”, 这不够准

确。在四川盆地东部的重庆沿江地带 ,现已在忠县、云阳、奉节等多个县市发现有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墓地 , 楚国

势力在秦灭巴蜀后仍然存于川东平行岭谷地区与秦国对峙 ,这是考古材料新揭示的历史现象。关于楚文化在四

川盆地的存在及其影响 ,还需要根据新材料重新思考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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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聚首贵阳话协作

第 3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云贵高原史前文化研讨会于 2006 年 8 月 28~31 日在贵阳

召开。李伯谦、白云翔、王仁湘、孙华等著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师范大学以及中国西部省区考古所的近 50

名学者就西部地区的考古与协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红光所长主持了开幕式,贵州省文物局侯天佑局长代表省

文化厅向大会表示祝贺。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孙华副院长主持。

与会专家介绍了他们的新发现、新成果以及相关课题的进展情况。如安宁河流域考

古学文化分析、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研究、北盘江流域考古调查与发掘、乌江上游考古

新发现、广西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新进展、沅水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滇东

黔西的考古调查、早期秦文化的调查发掘与研究、道教考古研究等 , 引起了学者们的广

泛兴趣。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在发言中认为 , 区域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

础性的工作。如何加强区域性考古合作、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古代文化与当今

民族的关系、周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等 ,都是西部考古值得关注的课题。而西部

考古协作,对推动西部考古将产生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提出了建议: 1、区系类型建立之后 , 要继续

完善、细化 ,同时还要研究彼此之间的关系; 2、考古学要强调多学科结合; 3、加强对国外

考古学理论的研究 , 并与中国考古学实践相结合 ; 4、运用现代科技为考古学服务 , 加强

科技考古的研究; 5、加强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的关系的研究,要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

西部考古协作会由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倡议 , 对西部地区考古工作的进步

起到了推动作用,前 2 届分别在兰州、成都召开,第 4、5 届将在广西、云南举办。

(转引自《中国文物报》2006年 9月 6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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